
佛学有缘

暇时与友人闲谈，我常常讲，我是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同步成

研究事业的地方。

长的。这是因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于 年，当时我是该

院政法专业的学生。 年成为社科院成立后的第一届毕业生。

年来，社科院从经济、历史、哲学、法律等少数几个研究所，

不断发展到今天有数十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成为全国省、市级

最大的社科院。而我也从一个不很懂事的农家孩子，在大学毕业

后，一步步由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到研究员。正

是由于我是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同步成长的，所以我对社会科学院

有着一种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既深刻又诚挚的感情。

年来，我一直在社科院工作，始终未离开过。社科院成立

在这

因此，社科院是培养我成长的地方，也是将我的一生奉献给佛学

年中，值得我回忆的事情实在太多。

使我终身难忘的有三件。正是这三件事，决定了我以佛学研究为

事业的一生，并在这一领域里取得了一些成就。

第一件事：毕业后留院进哲学所当研究生。

在毕业分配的大会上，宣布我留院进新建立的哲学研究所举

办的哲学研究班学习。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院党委办公室主任

李润玉同志召集我们留院的数十名毕业生开了一个会。他在会上

说你们几十位同学，是从全院数百名毕业生中挑选后留下的，今

后要进各种研究班学习。从现在起，你们已跨进了研究机构的大

门，因为你们将来都要搞社会科学研究的，都要当研究员。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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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一天，正副所长

年之久的深厚师生友谊，

我们还不知什么叫社会科学研究和怎样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但

是，我们都已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高尚的事业，而且是

我们终生的事业。从此，我到了新建立的哲学研究所，当时的所

长是由院党委书记李培南同志兼任的，副所长是著名哲学家冯契

同志。我在该所主办的哲学研究班，随冯契教授学习哲学，主攻

中国哲学史。其时，我悉废原来所学，专心投身于中国哲学史的

学习和研究。由于我勤奋好学，有钻研精神，深得冯契教授的重

视。这为我后来长期追随在冯契同志身边，参加他主编的《中国

近代哲学史》等的编写，结成了长达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件事：社科院决定派我到南京随佛学专家吕溦学佛学。

我在哲学研究所，追随冯契教授，先是学习，后是搞点研

究，主要是搜集资料，前后近两年。

一起找我谈话，说是决定派我到南京随佛学专家吕溦先生学佛

学。李培南同志对我谈起了南京佛学研究班建立的由来。他说：

不久前去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议，与吕

溦先生同住一个房间，偶然谈起佛学研究后继无人，最好办一个

佛学研究班。吕溦先生想带几名研究生。李培南同志非常热心这

件事，当即向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负责人之一潘梓年同志作了汇

办一个为期

报，得到全力支持。决定由哲学社会科学部委托吕溦先生在南京

年的佛学研究班。李培南同志最后说，上海社科院

决定派你去。冯契同志则对我说，佛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不懂得佛学，就写不好中国哲学史，派你去学习佛

学，就是希望你将来能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有所成就。说老实

话，当时我对佛学一无所知。所以当听到要派我去南京学佛学，

我内心是非常震惊的。但是，听党的话，服从组织上的安排，是

我们一代大学毕业生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以我还是毫不犹豫的答

应了。从此以后，我和同学张春波（来自北京哲学研究所）、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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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我回到了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这一决定。

年佛人在南京师从吕溦先生学习了继文（来自内蒙古大学）

学，直到 年年底才回到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正是由于

这一因缘，才使我毕生以佛学研究为职责，并在佛学研究领域做

出了一定的成绩。

第三件事：社科院恢复后重返研究岗位进入新建的宗教所。

年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地，上海社科

院被看成是修正主义的基地而被“砸烂”，我也被称为“红色和

尚”而受到批判，从此“高和尚”的绰号传遍了社科院。我先是

在奉贤“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后来被安置在社科院惟一保留的

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每天踏黄鱼车往返于万航渡路

弄淮海路

书，前后长达

岁，一些好心的同

培南同志仍任院党委书记。一天，李培南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归

队，仍回哲学所搞佛学研究。一开始我确实举棋不定，“文化大

革命”中受批判的余悸仍在。我当时已经

事劝我说：你年纪已经不小了，等到你把早已荒废掉的佛学专业

知识重新拾起来，再搞佛学研究，恐怕已到退休年龄了，还不如

待在图书馆好些。而当时图书馆的领导也极力挽留我，不想让我

离开。我思之再三，回到家同老伴商量又商量。当时我想到，我

岁进大学，毕业后又学习哲学、佛学，前后是“十年寒窗”，

年，我自己也白白地勤学结果一事无成，国家白白培养了我

苦读了 年，实在是有点不甘心。于是我终于下定决心，重返

研究岗位，从事佛学研究。现在看来，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

我后来在佛学研究方面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完全来自于当时的

年宗

教研究所成立，我又被调往该所，专门从事佛学研究。重返研究

岗位后，为了追回被失去的时间，我确实是埋头苦干、发奋图

强、顽强拼搏的。有一段时间，社科院科研处的同志称我是“多

号至

号之间，为当时的“干校六连”写作班子人员送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社科院恢复，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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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篇。著作和论文

年

点不休息，天天如此，年年如此。那时候，

产作家”，是科研中的“快手”。殊不知我的每一项成就，都来自

于苦干加拼命。十多年来，我可以说是从来没有星期天和国定节

假日的，每晚不到

老伴常和我开玩笑地说：看你忙的，现在想和你说说话、聊聊天

的时间都没有了，每天只能在饭桌上和你说几句话。事实上确实

如此。

年我是 月我退休月重返科研岗位的，到

册等。又担任

时止，前后十余年，除了主编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

目《上海宗教史》（曾获社科院著作特等奖）外，还撰著了《中

国佛教》、《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大乘起信论校释》、《中国近

现代高僧与佛学名人小传》、《静安古寺》、《龙华寺》、《中国近代

哲学史史料学简编》，选辑了《佛藏要籍选刊》

宗教卷》特约编辑，参加该书佛教部分的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

工作。还参加冯契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专著的编写；担任

《中国哲学史词典》编委，编纂有关宗教史条目；参加罗竹风主

编的《宗教通史简编》和《宗教经籍选编》中有关佛教部分的编

写。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佛学论文约

万字左右。而我自己也由研究实习员、助理研加起来，约有

究员、副研究员而到研究员。

件事，则是我逐步成长的三个关键。值此建院

总起来说，我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同步成长。而以上所举的三

周年之际，谈

谈以上的这些感想，作为向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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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学与近代哲学

中国佛学在近代的复兴及其原因

中国近代，是一个伟大的哲学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哲学革

命进程的主要特点是“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学习

西方先进思想，并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思想进行批判继承，正确回

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因此，中国近代哲学，既受到西方

近代哲学的影响，又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带有自己的民族

特点。

近代哲学，有

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多有成就的思想家，大多不是专搞哲学

的。他们研究哲学，主要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而去寻找思想武器。而中国佛学，原本是一种从印度传来的外来

思想，但在中国流传过程中，不断和中国的传统思想相融合，逐

渐演变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学思想，

内容丰富，理论周密，分析方法精致，对近代的一些思想家、革

命家和哲学家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中国佛学

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近代佛学的复兴

佛学自印度传来中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弘传，隋唐

时发展到了极盛，形成了各个不同的宗派。宋明以后则逐渐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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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长

衰落，原来佛学思想较丰富的法相宗，简直被人遗忘了。但到了

近代却又出现新的转机，呈现出复兴的迹象反映这一时期佛学

复兴状况的主要标志是：

波、广州、福州等

佛教文化的迅速发展。佛教文化的发展，包括刻经处的

建立，佛学院的创办和佛学刊物的发行。刻经处是近代编校、刻

印、流通佛典的佛教文化机构。创始较早、贡献较大的为杨仁山

居士在南京所创的金陵刻经处。在金陵刻经处的影响下，长沙、

北京、天津、重庆、常州、苏州、杭州、

年成立了佛学书局，用铅字排印

地，也陆续成立了刻经处或佛经流通处，刻经事业遍及全国各

地。此外，上海佛教界于

年印行流通；日本《卍字续藏》也于

各种佛教名著出版，流通佛教经典、图书、法器和文物等。大藏

经的刻印事业也先后兴起。我国第一部用铅字印刷的大藏经《频

伽藏》于 年影印

年又影印了《碛砂藏》（并附印《宋藏遗珍》）流通。流通；

年在上海建立的上海普慧大藏经会，也刻印大藏经。而南

京支那内学院则编印了《藏要》三辑。所有这些佛教经典的刻印

流通，都为近代佛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佛学院是近代培育僧伽和佛学人才的专门学校。戊戌政变

后，各地陆续办起了不少僧学堂。先有湘僧笠云于

沙开福寺创办湖南僧学堂为嚆矢。继有文希（号亚髠）于扬州天

学堂。

宁寺设立普遍僧学堂，月霞和谛闲在南京三藏殿举办江苏僧师范

年，杨仁山又在金陵刻经处创办祇洹精舍（又名

“梵文学堂”）。随之而起的各种类型的佛学院，分布于全国各地。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在上海、杭州、常熟等地连续举办的华严大

学，宁波的观宗学社（后改名弘法研究社），武昌的武昌佛学院，

南京的支那内学院，厦门的闽南佛学院，北平的三时学会，四川

重庆的汉藏教理院等。这些佛学院，为各地培养了一大批僧伽和

佛学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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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上海发行的《佛教月

年

佛学刊物指宣扬佛教思想、研讨佛学义理的报章杂志。在近

代，佛学刊物遍及全国各地，不下数百种。其中有日报、周刊、

旬刊、半月刊，也有月刊、季刊和年刊。创办最早的为

在上海创刊的《佛学丛报》和

年起出版的南京支那内学院院刊《内学》。此

报》。办刊时间最长的是在杭州创刊的《海潮音》月刊。学术价

值最高的要推

外，主要的佛学刊物尚有：上海的《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威

音月刊》、《佛学半月刊》、《觉有情》、《弘化月刊》、《觉讯月刊》，

宁波的《弘法社刊》，汉口的《正信》，北平的《微妙声》，镇江

焦山的《中流月刊》等。这些佛学刊物的发行，对近代佛学的复

兴，起到了鼓动与宣传的作用。

灼的《西藏佛

汉藏佛学的沟通和中外佛学的交流。从来汉地研究佛

学，仅依汉译佛典。近代以来，一些佛教学者逐渐感到不足，开

始重视对西藏佛学的介绍和藏文经典的研究，出版了一些有关的

著作。其中专门介绍西藏佛教和佛学的著作有李

教史》，芝峰的《西藏传教》，恳觉的《西藏佛教源流考》，吕

的《西藏佛学原论》等。有关西藏佛教研究的论文就更多。同

时，各地还建立起一批学习和研究西藏佛学的机构，其中著名的

有支那内学院、汉藏教理院、藏文学院和四川近慈寺译经院。

年在南京创立的支那内学院是讲学、刻经并重的机构。其

学风一改过去仅就汉译佛典进行研究的做法，倡导利用梵、藏、

巴（巴利文）等各种文字的藏经资料，校勘汉译经论，考订辨

伪，进行研究，做到了“冶梵、巴、汉、藏于一炉”，为近代佛

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和领域，在学术上做出了卓越的成

绩。其他如四川的汉藏教理院，北平的藏文学院，都在培养藏传

佛教人才、交流汉藏佛学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就。四川近慈寺译

经院以刻印藏、蒙文经典为主。同时培养了一批译经人才。所刻

藏、蒙文经论 丰富了近代佛教思想的宝库，沟通了汉藏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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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至抗日战争爆

近代以来，佛教界也受到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他们效法六

朝时代高僧求法精神，积极鼓励青年僧人出国考察和学习各国佛

学，其中以东渡日本求法者最多。从

发，先后有五六批僧人前往日本。这些留日学僧回国后，除传授

密法外，还传译日本佛学名著，介绍日本佛学研究方法，整理佛

教文献资料，对中国佛学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先后前往印

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暹罗（今泰国）、缅甸等国留学的，也

不下数十人。他们回国后，都对交流中外佛学思想做出了一定的

贡献。

）唯识思想的流行。唯识思想是佛教用以说明宇宙万有的

一种学说。它主张外境非有，内识非无，以“唯识无境”为基本

理论，是一种典型的宗教唯心主义。这一思想，渊源于印度的无

著、世亲一系的瑜伽行派。自唐代玄奘糅译《成唯识论》后，其

下竞相传习，唯识学在唐初风靡一时。但到中唐即渐呈衰相，

晚唐至宋，研究者已希，元代近于绝响。明代虽还有人传习，终

因典籍散失迨尽，难得要领。直至近代，有杨仁山居士从日本找

回古代遗集唯识、因明等大疏，刻印流通，法相唯识学的典籍才

得以广传各地，从而为唯识思想的流行奠定了基础。此后，法相

唯识学的研究逐渐形成热潮，不仅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三

时学会等佛教教育机构均聚众讲唯识，而且在一些有名的文科大

学里也开讲唯识学。一时间有关介绍和讨论唯识学的著述和论

文，遍及全国各地的佛学刊物和其他有关报刊，并有一批专著问

世。如熊十力的 新唯识论》，太虚的《新的唯识论》，朱宝昌的

《唯识新解》，谬凤林的《唯识今释》，唐大圆的《唯识的科学方

法》等。其中，对唯识学说作全面、系统研究的，要推欧阳竟无

和太虚。欧阳竟无的《唯识抉择谈》和太虚的《佛学总抉择谈》，

都是阐扬唯识学的纲领性著作，却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针

对欧阳提出的“法相唯识为两种学”的观点，太虚陆续发表

第 8 页



（二）近代佛学复兴的主要原因

《论法相必宗唯识》、《再论法相必宗唯识》等文，对之进行辩难。

于是，以欧阳竟无及其弟子吕溦、王恩洋等为一方，以太虚及其

弟子史一如、唐大圆、陈维东等为另一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

论，终于形成了近代佛学的两大思潮，从而推动了近代佛学特别

是唯识学说的发展。

中国佛学之所以能在近代复兴，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除了

杨仁山从日本找回我国自宋元以来早已失传的隋唐佛学经典，并

创立金陵刻经处，筹资刊印流通，由此引起人们的研究和传诵

外，尚有以下几个方面：

佛学中的“自尊”、“无畏”思想，常被一些思想家和革

命家用作思想武器。他们认为中国佛学中的“自尊”、“无畏”思

想可以救中国，于是提倡佛学、宣扬佛学。一生广搜佛典、刻印

流通的杨仁山，就认为“佛教济世之方”可与“世间法相辅而

行”。维新派人物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等，均曾以佛学思想

作为他们进行变法的理论武器，用以激励人们去进行变法斗争，

奋发图强。康有为的《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无不充满佛

学思想。特别是谭嗣同，运用佛学中的“无我”、“无畏”思想，

冲击一切封建网罗，最后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大无畏精神迎

接牺牲，为维新运动谱写了悲壮的一幕。梁启超不仅其重要理论

著作都吸取了佛学思想，而且有专门著作《佛学研究十八篇》。

他认为佛教的“精义所在”是“威力”、“奋迅”、“勇猛”、“大无

。他根

、“大雄”，只有利用佛教的这种“大无畏”精神，才能陶冶

出轰天震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物。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认

为，搞革命必须“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

页。《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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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组织和僧团，佛学

据佛教中“自贵其心，不依他力”的教义，提出了“依自不依

他”的强调民族自尊心的思想，发扬了“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

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勇猛无畏”、“排除生死”的勇敢战斗气

概，鼓舞人们去反抗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打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

义加在人们思想上的束缚，从而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去进行革

命斗争。正是由于当时有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认为搞变法、搞革命

必须从佛学中吸取精神力量，从而提倡佛学、宣扬佛学，在客观

上推动了近代佛学的复兴。

）佛学思想在近代受到一些哲学家和学者的重视。过去中

国人研究佛学，仅限于出家僧人和少数佛教居士，至近代则情况

有所变化，不仅僧人和居士继续研究佛学，而且当时的一些哲学

家和学者也竞相研习佛学，并将佛学思想作为自己建立理论体系

的依据。一些重要的文科大学都开始讲授佛学课程，如邓伯诚、

张克诚、许季平、梁漱溟、汤用彤、熊十力等，均先后在北京大

学开讲佛学；蒋维乔在东南大学讲《百法明门论》；唐大圆、张

化声于武汉大学讲《唯识三十颂》；景昌极、李证刚于东北大学

讲《唯识论》；梁启超和王恩洋则分别于清华大学和四川大学讲

佛学。从此，佛学逐渐进入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领域，成为其

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专著里，佛学思想

也被列为重要内容而作了专门介绍，如梁启超在讲中国学术史时

专门讲了佛学；胡适、冯友兰在编写中国哲学史时写进了佛学。

中国佛学终于在近代人所著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占了极其重要的

一页。

佛学思想在世界上有深远影响。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

一。它在古印度产生后，很快就传播到斯里兰卡、缅甸、叙利

亚、埃及等国家，以后又辗转流传到中国、朝鲜、日本、越南、

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到了近代，佛教又逐渐传到了西方。

从此，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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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风气亦在世界范围内大开。在西方，近代的一些思想家和

哲学家，他们首先注意到古印度的佛学，后来对中国佛学、日本

佛学以及东南亚佛学也发生了兴趣。在日本，近代的佛学研究取

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有大批的佛教学者，有为数众多的佛教院

校（系）和佛教学术研究机构，发行了各种各样的佛学刊物，出

版了大量的佛学著作。世界范围内特别是日本思想界对佛学思想

的重视，不能不引起中国近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注意，促使他们

对佛学思想进行探索和研究，从而促使佛学的复兴。

）佛家因明之学为近代学者所重视。佛家的因明，是印度

瑜伽行派学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传到中国后曾在唐代流行

一时。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思想家不很重视逻辑，加上玄奘所译

因明论书，文字简拗，难以读通，很快就被人们所遗忘。到了近

代，情况有所不同，一些思想家和学者开始认识到应该注意逻

辑。当时有些人注意到了古代的名学，有些人则注意到了佛家因

明。表现在数十年间，先后出版的因明专著多达十多种。其中著

名的有吕溦的《因明纲要》，熊十力的《因明大疏删注》，陈望道

的《因明学》，太虚的《因明概论》，虞愚的《因明学》，周叔迦

的《因明新例》等。这些论著，一方面表明了近代学者对古代逻

辑思想之一的佛家因明研究有所成就，另一方面也因为因明与佛

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也反映了佛学研究的成就。因此，

因明之学的流行，反过来更加推动了佛学的复兴。

佛学精致的名相分析对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有帮助。

佛学思想的论证方法比起中国古代和欧洲的哲学来要精密得多，

特别是佛教法相唯识宗，运用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把世界上一

切事物和现象，包括物质现象和心理现象，自然现象和社会现

象，归纳成五位百法（心法八、心所有法五十一、色法十一、心

不相应行法二十四、无为法六），作了详尽的论述。其内容包括

了宇宙观和人生观，心理学和伦理学，以及认识论、因果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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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者在佛学研究中的成就

中国近代有些思想家

理论等各个方面。尽管这种名相分析是唯心主义的，但却十分精

致。它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深化了人们的思维方法，在认识论上

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同时，这种名相分析方法，对整

理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谭嗣同则运用佛学中的思想范畴，组织

和学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纷纷到佛学中去寻求这种方法，

用以整理“国故”，发扬传统思想的。如梁启超把佛学看做是影

响文化艺术的一种动力，说成是“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全世

界文化的最高产品”

了他的《仁学》。章太炎自称其学术思想是“始则转俗成真，终

乃回真向俗”，即开始是由儒学转到佛学，最后又从佛学回到儒

学，可见其受佛学思想影响之深。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包罗

儒佛而为言”，几乎处处都搬运着佛教唯识宗的东西。正是由于

近代一些思想家和学者在整理传统思想时，借鉴了佛学中细致的

名相分析方法，使得自己的理论体系处处受到佛学的影响，从而

推动了近代佛学的复兴。

近代学者在佛学研究中的成就是巨大的，而杨仁山居士，则

可称近代佛学研究的开拓者。他广搜亡佚经典，刻印流通，提倡

义学，创办僧学堂，培养佛学研究人才，耗尽了一生的精力。虽

然他在佛学理论研究方面，并无多大的建树，但在重兴法相之学

方面，却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要求其门下要“专心研究因明、

唯识二部，期于彻底通达”，认为这是“振兴佛法之要门”。后来

其弟子辈有许多人在法相唯识学的研究上有所成就，都与他的提

倡 教导有关。杨仁山的弟子欧阳竟无创办支那内学院，聚众讲

页。《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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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

学，更是培养了一大批佛学研究人才。先后跟他学过佛学比较著

名的有梁启超、吕溦、梁漱溟、陈铭枢、王恩洋、汤用彤、熊十

力等，后来都在佛学研究中有所成就。欧阳竟无在佛学研究上有

一些独到的见解。在《今日之佛法研究》中他提出了“结论后之

研究”的佛学研究法，认为“一切佛法研究，皆是结论后之研

究，而非研究后之结论”。在《谈内学研究》中他又提出佛学研

究有四忌：一忌望文生义，二忌裂古刻新，三忌蛮强会违，四忌

模糊真伪，并注意到在佛学研究中要“借助藏文”和“广采时贤

论述”等等。他的这些说法，对当时的佛学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他还提出了“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的命题，认为佛法既非宗

教也非哲学，所以“佛法就是佛法，佛法就称佛法”。尽管这一

说法的根据并不充分，因为事实上佛法既是一种宗教，也有它自

己的宗教哲学。但他在《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今为时所必需》中

论述这一观点时，却揭露了“宗教以上帝为万能”、“宗教以宇宙

由上帝所造”、“宗教将彼教主视为至高无上”等宗教神学的本质

及其虚伪性；指出了某些哲学家在“破除有人格的上帝过后，便

迷信一个无人格的上帝，破除独神论过后，便迷执一种泛神论”，

击中了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要害。他判定法相、唯识为两种

学，认为印度瑜伽行派中开有法相、唯识二宗，其中无著所撰

《阿毗达磨集论》主要详述法相，《摄大乘论》重在阐扬唯识，所

以“法相、唯识非一”。这一见解，曾得到沈乙庵（曾植）的赞

同，后来章太炎也称颂其说，“谓其识足以独步千祀”

说法在当时并没有为大多数佛教学者所接受。和他同出于杨仁山

门下的释太虚，就认为“法相示唯识之所规，而唯识所现即一切

法相；唯识立法相之所宗，故法相必宗唯识”，不同意把“法相”

和“唯识”视为两种学。但欧阳竟无用对比的方法来阐明法相、

《内学院缘起》，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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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谓“平生学术，

唯识两学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却为进一步研究法相唯识之学提供

了有用的资料。

曾跟欧阳竟无学过佛学的熊十力，在融会儒佛思想、建立自

己的哲学体系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他的著作甚多，但最能代

表他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是《新唯识论》

具在新论”之说。《新唯识论》融合儒佛思想，发挥《易传》、

《老子》、宋明理学和佛教法相唯识之学，对西方哲学也有所借

鉴。他的目的在于用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对佛学唯识论进行改

造，使之趋向中国化。总的说来，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中，对

印度佛学思想所作的改造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在宇宙观方面的改造。他首先用“离心无境”的概

念，改造了印度大乘有宗的“唯识非境”的观点。他认为，“境”

和“心”都是“本心”这一本体所显现出来的。“因为心是对境

而彰名的。才说心，便有境。若无境，即心之名也不立了。实质

心和境，本是具有内在的矛盾的发展的整体”（《新唯识论。唯识

上》，以下凡引《新唯识论》均只注篇名）。这是说，尽管“境”

是“假有”，但不能说是没有，所谓“虽不许有离心独在的境，

却不谓境无”（《转变》）。他的这种改造，在阐述“心”和“境”

即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上，似乎要明确一些。特别是“心不离境”

这一观点，含有辩证法的因素，有其合理的成分。其次，他又用

“体用”说即所谓“即用显体”说来说明宇宙万有的起源，以代

替有宗的“阿赖耶识”和“种子”、“现行”的理论。他认为，印

度唯识师“以本识中种子，说明物界所由起，适成戏论”。在他

看来，只有“即用显体”的理论，才能正确阐明宇宙万有的起

源。因此说，“本论的旨趣，是在即用显体”（《功能下》）。熊十

力所说的“体”，就是宇宙的本体，“用”，就是本体所显现的作

年 月商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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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说：“吾人本心，才是吾身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本体”。

（《明宗》）这是说人的“本心”就是天地万物的本体。至于

“用”，则包括了心和物的各种现象。他说：“我们在这里，把物

的现象和心的现象看做是称体显现的大用之两方面。”（《功能

上》）由人的“本心”这个宇宙本体显现出种种作用或功用，从

而变现出心和物，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即由此而起。这就是熊十

力的宇宙论。在这里，熊十力抛弃了大乘有宗的“阿赖耶

识”那种神秘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实体，但是代之而起的作为

宇宙万物本原的所谓“本心”或“宇宙本体”，仍然是一种无

形无象、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不为人们感觉所反映的精神

实体。

第二，在认识论方面的改造。熊十力用“反求本心”的概

念，改造了印度大乘有宗提出的“四分”（即相分、见分、自证

分和证自证分）说和“三性”（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圆成

实性）说。他认为“四分”说，“只是用一种剖解法”，“然而用

剖解法，析成多分，如将物质破作段段片片者然，终成过误。彼

亦知其不妥，故又云，以相摄入见，名为一识。然既已破之，又

复并合拢来，适见其展转自陷也”（《成物》）。至于“三性”说，

他也认为“他们（有宗）纯依情见，来构画一套宇宙论，如何可

悟真如？”（《功能下》）因此他提出了一种“反求本心”或者叫做

“反求自识”的认识理论，也就是直接凭借自己的“本心”去自

己认识自己。他说：“我们须知道，真理，唯在反求。”（《明宗》）

只要“确然直指本心，人人可以反求自识，而无事乎向外追索”

（《明心上》）。他还把人的认识看成是“反求实证相应”。所谓

“实证”，“就是这个本心的自知自识”，“就是他（本心）自己知

道自己”（《明宗》）。在他看来，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有通

过“反求本心”，而且“就是在己身上，实证这个道德”（《转

。熊十力的这种认识论，不像有宗那样，要先由心（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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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然后再去认识它，而是直截了当，提出“反变现出认识对

求本心”、“自心体认”的观点，赤裸裸地表达了唯心主义的本

质。

总起来说，熊十力把中国儒家固有的思想、概念和语言，搬

进了佛学唯识论，使在中国流传的印度大乘有宗学说，具有了中

国思想的风味，从而建立起他那独具一格的哲学思想体系。尽管

他这种“改造”，在当时并没有使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相反还

引起一些佛教学者的指责和评议，认为他是“杂取儒、道诸家”，

“任意毁佛”，因而有《破新唯识论》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杜

国庠也撰有《略论“新唯识论”的本体论》一文，对他的唯心主

义观点作了批判。但是，应该承认，他在会通儒、佛两家的唯心

主义宇宙观和认识论方面，又确实做了不少工作。这比起唐玄奘

时那种“抱残守缺”地完全照搬印度佛学那一套的做法来，应该

说是一个不小的发展。而且，在他的《新唯识论》中，名相辨析

比较精致，概念阐述比较清晰，理论也比较系统化，确实为我们

留下了一些唯心主义的思想资料，其中还有一些唯心辩证法思想

的因素，可供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参考。

近代学者在佛学研究方面取得成就的人还有很多。诸如梁启

超、汤用彤、太虚、印顺、韩清净、唐大圆、蒋维乔、丁福保、

高观如等，他们有的在佛学研究领域里做出了贡献，有的则吸取

佛学思想，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成

就较为显著、贡献较大的要推吕溦。他以佛学作为科学研究对

象，采用新的方法对佛学进行整理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攀登

了近代佛学研究的高峰，同时也丰富了中国近代哲学的思想内

容。

吕溦长期追随欧阳竟无，既是学生，又是助手。他的佛学研

究及其思想，基本上继承了欧阳竟无的传统，但有所发展，有所

创新。他有目的和有选择地、批判地吸取利用国内外一切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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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特别是近代日本佛教学者的研究成果，建立起自己的新的佛

学体系。

第一、在佛学研究法上的创新。吕溦通过长期的研究实践，

认识到佛学思想本身就带有非常复杂的性质。一方面佛学思想在

古印度向各地流传过程中，就不断有所发展和变化。另外一方

面，佛学传到中国来，其经典由梵文、巴利文而译为汉文、藏

文，错讹和疏漏在所难免，其思想也因时因地而不断有演变和发

展。因此，他感到研究佛学，必须立足于世界范围，把各国的佛

教当作一个整体，从古到今系统地加以考察、比较，从中找出其

异同点和错讹处，寻求其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由于他精通英、

日、梵、藏、巴（巴利文）等各种文字，所以就利用梵文、藏文

和巴利文等资料，对勘汉译佛典，从中鉴别真伪，考订异乱，纠

正错讹，补正缺失，做到了“冶梵、巴、汉、藏于一炉”，从而

解答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疑难问题。他在早年所著的《佛教

研究法》一书，为初学者提供了研究方法。全书分“藏经”、“佛

传”、“教史”、“教理”等四篇，对藏经的意义、佛传之概要、研

究之范围、研究的内容和次第等，都作了扼要的介绍。该书由于

内容简要，条理清晰，且于每篇之后列有参考典籍名且及释题，

在当时确是初学者一本较好的参考用书。

第二，对唯识思想的探源。这是吕溦佛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他在这方面有许多创见。

他对于历来被看做是惟一精确直译之文的玄奘的翻译，

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新见解。认为玄奘的翻译是不忠于原本的意

译。他通过对玄奘所译的《观所缘释论》的研究，提出了三点结

论性意见，认为：“一、奘师译文与其谓为忠实之直译，宁谓为

忠实之意译。二、奘师意译与其谓为信于原本，宁谓为信于所

学。三、奘师所宗与其渭为护法之学，宁谓为晚起变本之说。”

因此，他以为玄奘的翻译，乃是“恃其天才，纵横演释，其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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